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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民如何看待转基因食品？

——基于启发−系统式模型的态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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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关乎转基因技术能否健康发展。立足中国网民这一群

体，采用启发−系统式模型对网民的转基因食品态度进行解释。结合 2017年的网民社会意

识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启发式路径相比系统式路径对态度有着更强的解释力；两条路径中

的对应要素多呈分段式影响，以中立态度为参照，除民族主义具备恒定的态度抑制效果，政

治信任仅显著影响网民的反对态度发生率，受教育程度仅显著影响支持态度发生率，非官

方信息接触则展现出“双刃剑”效果。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启发−系统式模型；民族主义；政治信任；信息接触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2）06⁃0184⁃10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2.06.018

作为当代中国最为典型的“社会-科学”议题之一，转基因食品和公共健康、伦理道德、科学技

术、政府管制等领域密切关联的特质而备受关注及争议[1]。2019年 12月，中国农业农村部公布了一

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国新闻网据此发布相关微博，其中一条写着“拒绝转基因食

品”的微博评论获得近 5000个点赞居于评论区首位，而排名第二的评论则是“学过高中生物的都知道

转基因无害”[2]。由此可见，网民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演变为针锋相对。在转基因食

品下辖的多个研究分支里，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一直占据重要地位。首先，态度影响个体对于转

基因相关信息的处理及知识习得，如Yuan等依托动机性推理假定，发现个体对转基因的既存态度会

影响其对转基因相关信息的质量评判及对信源的好感[3]。其次，态度还和转基因食品消费行为密切

绑定，并关乎政府机构的相关政策颁布及监管开展[4]。再者，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往往被视为转基

因发展跨国对比中的关键指标，一国民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支持与否常被嵌入国际意见气候中，成

为评价该国政策设计及相关举措合理性的重要依托[5]。

根据Yu等研究者的梳理，现有的转基因食品态度研究多围绕消费者展开[6]。诚然，在转基因食

品的利益攸关群体中，消费者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消费者是转基因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终

端，他们的态度决定相关产品的生命周期，甚至影响政府推进转基因科技的步伐[7]。但其余相关主体

的态度亦各具研究价值，比如农民、记者、政府官员；农业企业负责人等。本研究则选择中国网民这

一群体，意图探索他们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及影响因素。选择网民的原因在于：第一，Ho等指出，

囿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国内转基因技术发展之故，中国政府所允许的转基因讨论空间相对局促[8]。

这导致传统媒体上与转基因相关的内容较少，且论调趋于一致。相反，网络空间（尤其是社交媒体）

中的相关讨论愈益活跃，呈现出多元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第二，Li等通过对社交媒体上转基因相关

话语进行历时性考察，发现网络空间的转基因讨论不仅与线下事态发展形成呼应，而且彰显出转基

因作为一项社会议题得以持续博得关注的诸多推促力量（如：民族主义、专业与非专业话语的交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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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领袖的更迭）[9]。在异质性话语集结、相关讨论火热的网络平台上，网民兼具话语言说者和话题推动

者的双重身份。网民对于转基因相关议题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网络民意风向标的角色，且态度

可能蔓延至线下空间并波及多个领域，形成广泛勾连的社会效应。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作为解释框架的启发−系统式模型

态度是一种习得倾向，意指对给定客体的积极或消极评价[10]。解释态度形成与变化的理论框架

包括精心可能性模型、认知不协调、社会学习理论等。本文选择采用的启发-系统式模型是近年来

备受关注的社会行为解释框架，该模型从微观心理层面强调人类在处理信息、形成态度、实施决策时

经历的双重过程。启发-系统式模型和精心可能性模型等经典框架密切关联[11]，且适用于多元研究

场景，如：基于内容分析的健康信息扩散研究、基于调查研究的政策态度分析、基于控制实验的选择

性接触探索。

顾名思义，启发-系统式模型包含两条路径：一是启发式路径，指个体依赖于过往经验之上的认

知图式、心理脚本来处理信息、作出判断[12]。该路径所需的思维负荷较少，方便个体迅速决策，符合趋

近于人类本性的经济计划和认知吝啬特征，这一路径的典型示例包括“专家的话往往比门外汉的话

更可信”[13]；二是系统式路径，个体在该路径驱动之下往往依托对可用信息进行审慎思考、密切推理来

形成态度、达成判断。相比启发式路径的快速和偏重直觉，系统式路径需要更多的认知耗能和更密

集的思维投入。

启发-系统式模型被广泛用于科学传播领域，研究者通常延循两条路径来挑选合适变量进行操

作化，探寻科技态度背后的潜在机制。如Ho等依赖该模型探索科学知识、意识形态、权威顺从等因

素如何影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态度[14]；Luo等在该模型基础上检验价值倾向、机构信任、媒介接触

如何影响中国民众的科技乐观态度[15]。总体而言，启发-系统式模型可以有效解释态度缘何形成，其

中包含的两条路径既可以是竞争性关系，也可以是互补或调节关系。

2.启发式路径相关要素

启发式路径聚焦于可供轻易获得的、轻易理解的线索，一系列建立在过往经验和个体特性上的

认知捷径减少了态度形成时的思维运转工作量[16]。其中，个体信念、价值观常被视作启发式路径的典

型构成要素。本研究总结前人经验，选择政治立场、民族主义、政治信任三项指标。

政治立场。Nisbet关于公众对争议性科技支持的研究揭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过滤器”作用，当

信息接触程度提升时，相比于意识形态中立者和自由者，意识形态保守者对争议性科技研究的支持

上升得更为缓慢[17]。类似地，Nielson等关于抵制生物科技的研究也证实了左派政治立场与抵制态度

之间的正向关联[18]。在西方语境中，“保守的”与“自由的”常被设定为政治光谱的两极。而在中国，

“左”与“右”则是谈及政治意识形态立场时最常用的一对描述词汇，可以视作人们判断、理解、评价政

治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亦不失为一种理解中国当今意识形态现状的可行分析视角[19]。右派与左派在

个人自由-国家权力、市场主导-政府主导、全球主义-国家主义等维度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对立。

以市场主导-政府主导为例，左派认为市场必定引发社会不公，且面临着失灵的风险，自由市场经济

会深化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右派提倡私有化与市场经济，认为自由市场有其内在逻辑，政府对市场的

干预应处于最小限度。何晴在其研究中指出，左派倾向于支持转基因“阴谋论”[20]。在他们眼中，转基

因技术及相关产品恰若隐匿于自由市场经济幌子之后的、威胁国家和普通民众利益的“西方武器”，

政府机构应当对转基因研发、产业、流通等环节采取严格规制。刘夙也指出中国的左派与右派都无

法充分认识到科学是独立于左右立场的又一意识形态维度，人们容易陷入科学和右派自由主义思想

捆绑的认知迷思[21]。作为发轫于西方的现代生物技术，转基因不免成为左右两派短兵相接的领域，更

易成为左派攻击右派的“靶子”。鉴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政治立场偏向左派的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程度不如中立网民和右派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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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常用以描述两种面向：一是民族成员在关心自己的民族身份时所持的态

度；二是民族成员在实现或维持自决时所采取的行动[22]。民族主义和民族归属感、民族象征、民族利

益、民族信仰、民族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概念密切衔接，蕴含着“给予民族以高于一切的关注”的内核[23]。

作为偏重文化取向和过程取向的概念，民族凸显了内部成员之间的类同和凝聚，同时放大了本民族

与其他民族的不同[24]。正因如此，在转基因相关的网络话语中充斥着鼓吹民族区分与对立的非理性

民族主义思潮。苗杉通过考察天涯论坛中的转基因帖子，发现“反转”话语中存在着基于科学的、基

于态度的、基于利益的、追捧“反转英雄”的民族主义话语[25]。这些话语将转基因与中华民族兴亡、隐

藏利益链、帝国主义等要素勾连，折射出“爱国就必须反转”及“本民族作为受害者”的宗旨。民族主

义常常意味着一种破坏性的、偏执型的政治倾向，强调“我国”与“他国”的比较。新近的关于网络中

民族主义传播的研究指出，民族主义的建构延循一种“自下而上”的路径，普通用户的民族主义讨论

议程会影响到认证用户和机构用户的民族主义议程[26]。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情结成为“反转”力

量合法化自身话语与行动的依据。在微观心理层面，民族主义演化为一套判别逻辑，民族主义程度

高者可能更加信任欠缺科学证据支持、但宣扬民族对立的内容。这一逻辑为“反转”态度供以催化，

也驱动着现实社会中的“反转”行为。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网民的民族主义程度与转基因食品支持程度间呈负向关联。

政治信任。既有研究已大量讨论信任在科技采纳过程中发挥的重要效用，当公众对科技知识缺

乏详尽了解时，信任扮演着重要启发式线索的角色，相比耗费精力掌握复杂的科学知识，“不假思索”

地跟随信任客体划定的方向是一种普遍选择，这意味着当知识存量不够丰富时，信任起到关键的认

知补足作用[27]。信任本身还指向“顺从”，Akin等的研究都揭示了越顺从科学权威的人，对争议性科

技的态度也越积极，也就更可能接纳相关技术[28]。这种经由信任产生的顺从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意

识形态、宗教信仰产生的科学态度抑制作用形成抵消。Frewer等指出转基因食品争论中涉及的信任

包括对专家的信任、对机构的信任、对产业的信任等多个维度[29]。本研究聚焦于政治信任，政治信任

代表着民众对于政治机构的信心，建立在对政治机构持有的规范期望及绩效感知上。在中国，转基

因的研发、市场化、监管、评估主要由一系列政治机构负责，这些机构对于转基因发展多持鼓励和推

进态度。譬如农业农村部印发的《2020年农业农村科教环能工作要点》中就明确指出：“继续组织实

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进一步强化生物育种技术研究和产品熟化，推进优良新品系遴

选和第三方验证，夯实产业化基础。”尽管该份文件中已声明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

严厉打击非法研究、试验、制种、经营、种植、加工和进口等行为”[30]。但显而易见的是，在长时间的转

基因争论中，政治信任程度较低的“阴谋论”信奉者倾向于认为“政策决定者与国外特权阶层合谋，背

叛了中国民众的利益”。基于以上梳理可知，政治信任程度较高者更有可能支持政府机构倡导的转

基因发展规划，也容易对转基因食品予以接纳。相反，政治信任程度低者易于采用否定式、质疑式的

眼光来看待政府机构的系列举措。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网民的政治信任程度与转基因食品支持程度间呈正向关联。

3.系统式路径相关要素

相较于启发式路径的自上而下，系统式路径可被形容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式，强调在可用

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理解、深思、推理，进而形成态度与行为意向。结合前人研究，选择受教育程度与

官方信息接触作为系统式路径的核心指标。

受教育程度。教育对于科学态度的影响体现在科学素养培育、信息质量分辨等层面。科学传播

领域重要的“缺失模型”认为公众之所以对现代生物科技缺乏支持，源于他们对相关科学知识不甚了

解，大多数人无法客观评判技术的未来收益与潜在风险。而教育起到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公众慎思

水平和科学素养、减缓误解的作用，甚至可以提高公众在参与科学决策时的效能感。关于转基因作

物态度的研究指出低教育程度受访者更易被有关转基因作物的虚假信息所影响，使得他们对转基因

科技抱负面态度。事实上，网络空间中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谣言呈猖獗之状，对网络用户明辨是非、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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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思索的能力提出严峻挑战。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网民的受教育程度与转基因食品支持程度间呈正向关联。

信息接触。Li等在有关媒介使用与转基因食品态度、消费行为的研究中介绍了信息接触的影响

机制：关注媒介内容是劝服过程中的一环，媒体的涵化作用借助内容注意力得以发挥，塑造用户对于

转基因食品的感知、信念，进而影响态度塑造[31]。他们的研究还指出中国媒体关于转基因的新闻报道

多呈负面情感倾向，且常常展示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激烈争端，这造成受访者对媒体中转基因食品相

关内容分配的注意力越多，越倾向于对转基因食品持负面态度。与之相反，另有一派观点认为，大众

媒体中有关转基因的相关内容可以帮助受众进行技术祛魅，在保证知情权的基础上削弱不必要的技

术恐慌。目前的研究集中关注不同媒介类型使用如何影响到科学知识习得，少有研究根据中国现实

语境对信息接触进行官方与非官方的区分。事实上，国内媒体的最显著差异就是官方与非官方之

别，官方媒体的信息可信度明显强于非官方媒体[32]。尤其是在转基因议题上，非官方渠道的言说空间

更为自由，掺杂着更多的不实信息与欠缺检验的论断，官方媒体更为严密的报道规范及事实核验举

措无疑对议题讨论空间起到规制和净化。利用多元媒介进行信息接触是获取转基因相关知识的重

要渠道，笔者希望了解立足于个体经验的信息接触将如何影响个体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目前，

尚无充足研究检验官方与非官方信息接触可能带来的差异化效应，围绕官方信息渠道和非官方信息

渠道的典型特质，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网民的官方信息接触与转基因食品支持程度间呈正向关联。

H6：网民的非官方信息接触与转基因食品支持程度间呈负向关联。

最后，本研究还希望探讨两条路径的相对重要性。一派观点认为，系统思索和启发思索并驾齐

驱，并不存在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路径，路径间应该是交互、融合、相互支持的关系。另一派观点认

为，两条路径彼此独立，它们在构念、测量、预测效能上存在明显差异，有必要将启发式线索的“自动

性”与系统式线索的“深思性”进行严格区分。在转基因相关议题中，情绪驱动与事实驱动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迥异的认知、态度、行为，驱动机制的殊异也导致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士之间的交流鸿沟，

甚至是民意与科学论据的难以通约。本研究将启发式路径和系统式路径视作相互独立的机制，探索

它们对于转基因食品态度各自的解释力。对应的研究问题为：针对网民的转基因食品态度，哪一类

路径发挥更强解释力？（RQ1）

二、研究设计

1.数 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教授于 2017年开展的“网民社会意识调查”项目。该调

查实施于 2017年 4月至 5月，以中国网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问卷网”平台发放问卷。需要明确

的是，该项目并未使用概率抽样方案，原因在于非概率抽样让样本收集更为便捷，且网络调查领域较

难进行概率抽样设计。但是，样本收集的便捷性往往以牺牲样本的代表性作为代价。为应对这一问

题，马得勇教授从答题偏好、被调查者范围等角度对抽样偏差问题进行了细致说明，并通过填答 IP限
制、人工审核等手段来控制问卷数据质量[33]。严格来说，问卷填答者可以有效代表中国关心公共事务

的积极网民。该项目数据共包含 2379份样本，在后续分析中，笔者挑选了居住于中国境内的受访者

（N=2365），并围绕关键指标汇报了样本构成。

2.测 量

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对应问卷题目为“有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应该禁止；有人则认为转

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无需禁止。在这场争论中，您支持哪方观点？”选项包含“应该禁止”（即“反对”态

度，P=38.52%）、“无法确定”（即“中立”态度，P=52.43%）和“不应该禁止”（即“支持”态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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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总体而言，中国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并不乐观。

启发式线索层面。关于政治立场，学界一直存在并行式测量方法，即自我定位与社会议题立场

评估。本研究选择受访者的政治立场自我定位，相关问题为“人们经常谈到‘左’派或‘右’派，您觉得

自己属于哪一派？”。由于原始类别对应频数分布欠均衡，研究者执行了合并处理，最终类别包括

“左”派（P=21.73%）、“右”派（P=14.21%）及中间派（P=64.06%）。关于民族主义，延循马得勇教授

的问卷设计初衷，研究者对包括“他国挑衅”“武力统一”“抵制日货”“敌对势力”4个问题（KMO=
0.795,α=0.802）在内的回答计算均值，用以衡量受访者的民族主义程度（M=3.27,SD=0.86）。关于

政治信任，综合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与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最终选择对“党中央和中央政

府”及“省级政府”的信任程度均值作为指标（M=3.80,SD=0.97），对两级别政府的信任呈显著正相

关（r=0.686,P<0.001）。

系统式线索层面。教育程度的测量题项包含 8个类别，结合实际分布情况，研究者将教育程度重

新划分为“本科及以上”（P=76.07%）和“本科以下”（P=23.93%）。信息接触测量遵照马得勇等的研

究经验，将“购买报纸阅读时政新闻”“观看各地方电视台的时政新闻节目”“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

的时政分析报道（含微博及微信公众号）”“政务类门户网站、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发的新闻”作为官方

信息接触的反映（M=2.34,SD=0.67）；将“小道消息与朋友聊天”“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新闻”“天

涯社区等专业论坛或网站的时政帖子”“阅读专业杂志”“Twitter等外媒渠道”作为非官方信息接触的

反映（M=2.17,SD=0.60）。

参照使用该系列数据的既有研究，继续纳入性别（女性 48.79%）、年龄（90后 43.72%，80后
28.20%，70后及更早世代 28.08%）、居住地（城市居住者 93.53%）、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30.27%）作为

控制变量。

3.计量模型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为三分类变量，解释变量等级不一致。因此，将根据数据实际情况选择有序

多分类Logit回归或无序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作为计量模型。研究者首先执行一系列基础检验。容

忍度结果（最小值 0.49）证明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次，数据是否满足比例优势假定是选

择模型的关键。布兰特检验的卡方值为 74.05（p<0.001），说明当结果变量的切割点处于不同位置

时，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会发生显著变化。鉴于此，研究者确定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t回归模型，并将对转基因食品的中立态度设为参照组，模型表达式如下：

模型1：ln ( P ( )态度=支持

P ( )态度=中立 )= b10+∑i=1
n b1i xi （1）

模型2：ln ( )P ( )态度=反对

P ( )态度=中立
= b20+∑i=1

n b2i xi （2）

三分类结果变量产生两个模型。其中，表达式左侧为就持中立态度而言，受访者持支持（模型 1）
或反对（模型 2）态度的相对风险比对数。b10和 b20分别表示模型中的常数项，b1i和 b2i代表模型中自变

量（xi）对应的回归系数，n表示自变量个数。

三、结果分析

研究者使用森林图（图 1）来呈现模型结果，森林图中每一项变量对应的横向线段为风险发生比

率的95%置信区间，发生比率是相对风险比对数的指数转换，更方便系数解释。当置信区间不包含1
时，证明对应变量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模型 1中，当受访者的民族主义程度（B=-0.262,t=-2.493,p<0.05）提升一个单位，持支持

态度的发生比是持中立态度发生比的 0.770倍；当受教育程度（B=0.441,t=2.048,p<0.05）提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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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持支持态度的发生比是持中立态度的 1.554倍；非官方信息接触（B=0.328,t=1.968,p<0.05）
则会提升支持态度的发生比，约为持中立态度的1.388倍。

模型 2展示中立态度作为参照类别时，反对态度的发生比。与模型 1相反，民族主义（B=
0.643,t=9.631,p<0.001）提升一个单位，持反对态度的发生比是持中立态度发生比的 1.901倍；政治

信任与反对态度发生比呈负相关（B=-0.150,t=-2.779,p<0.01）；非官方信息接触（B=0.387,t
=3.697,p<0.001）会显著提升反对态度的发生比，为中立态度的1.472倍。

综合两个子模型，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就启发式路径来说，政治立场对态度的影

响并不显著，H1被拒绝；民族主义程度对态度的

显著削弱作用在模型 1、2中都得以验证，H2获得

支持；政治信任仅在模型 2中显著，H3得到部分

支持。就系统式路径来说，受教育程度仅在模型

1中显著，H4获部分支持；官方信息接触在双模型

中皆不显著，而非官方信息接触却对正负面态度

发生比都有所推动，H5被拒绝，H6得到部分支持。

RQ1关注两类路径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者

分别建立包含控制变量及启发式路径变量的模

型 3与包含控制变量及系统式路径变量的模型

4，根据模型拟合指标来对比两条路径的解释能

力强弱（表 1）。模型 3、4中自变量的显著性及方

向与模型 1、2类似，证明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从各类R2指标来看，模型 3对态度的解释力胜过模型

4；关于AIC与BIC指标，数值越小意味着越优的统计模型，模型 3在这两项上依然胜过模型 4，说明启

发式路径对于转基因食品态度而言更为重要。

表1 包含不同路径变量的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McFadden’s R2

McFadden’s Adjusted R2

Cox-Snell R2

Count R2

Adjusted Count R2

Cragg-Uhler R2

AIC

BIC

模型3
控制变量+启
发式路径变量

0.082
0.073
0.140
0.601
0.162
0.167
4049.801
4165.172

模型4
控制变量+系统

式路径变量

0.057
0.048
0.099
0.584
0.124
0.118
4156.859
4260.692

注：拟合指标详细含义及对比准则见Long等的梳理[34]
。

注：政治立场为三分类变量，参照组为“左”派；虚线段为纳入控制变量前的回归结果，实线段为纳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图 1 关于转基因食品态度的无序多分类 Logit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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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讨论

本研究利用大规模网民调查数据，探索中国网民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并依托启发-系统式

模型对态度形成进行解释。自上而下的启发式路径（政治立场、民族主义、政治信任）与自下而上的

系统式路径（受教育程度、信息接触）延展了目前转基因态度研究的分析思路。结果显示，启发式路

径在态度形成中享有更重要的地位，不同变量对于态度类别（反对vs.中立、支持vs.中立）的影响不尽

一致，部分变量仅促成一对态度切换，而无法影响另一对态度的变化。研究者进一步对这些发现予

以讨论。

1.启发式线索：民族主义的阻滞与政治信任的局部效用

与现存的中国消费者调查和农企负责人调查结果类似，本研究发现网民对于转基因食品主要持

非支持态度。RQ1的结果进一步证实在态度解释过程中启发式路径相比系统式路径有着更强解释

力，这也与已有的研究形成呼应。启发式路径下的一系列价值倾向缓解了理解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

时的思维负担，成为大多数外行人士形成态度时倾向引用的线索。相比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任，民族

主义对于转基因食品支持态度的阻滞作用格外显著，相比中立态度，民族主义程度削弱了支持态度

的发生比，提升了反对态度的发生比。进一步绘制图 2以展示民族主义与态度概率间的细致关联，民

族主义程度提升极大促进了反对态度的发生概率（增

幅达 52.20%），远超对于中立态度（降幅达 35.60%）和

支持态度（降幅达 16.60%）的影响。具体来说，中国语

境下的民族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综合了“受害者”和“胜

利者”两种情结，且具备正反两方面效用，既可以作为

民族国家的“凝合剂”，也可能助长极端言论甚至引发

情绪失控[35]。本研究反映出在转基因议题上，网民更

可能持“受害者”情结，民族主义和转基因科技的关系

近乎“水火不容”。目前，与转基因相关的民族主义论

调在网络平台上兴盛不衰，这些言论多结合中美博弈、

中西关系，乃至更为广泛的国际局势，来对转基因技术

之后未经证实的动机作出推论，转基因食品屡被建构

为“被操纵的阴谋”和“一种新形式的侵略”。网民的转基因食品态度镶嵌于宏观网络图景之中。如

刘海龙所言，新媒体技术为新一代民族主义的动员、组织、实施提供了平台，新网络民族主义运动常

源于网络自下而上的议题设置，网络民族主义有强化族群差异、造成区隔对立的风险[36]。纵然民族主

义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但在网络言论规制范畴，必须警惕民族主义论调的偏激化或所谓的非理

性民族主义，尽力防范民族主义成为谣言和不实信息的傀儡。放任相关话语的传播实则是默许了非

理性民族主义对科技发展的绑架，进而导致充满同质意见的回声室林立于网络空间，最终陷于难以

交流的困局。民族主义对支持态度的阻滞效果亦有可能向上流动，对决策环节形成干扰；或向现实

社会情境溢散，锐化固有的社会矛盾。

作为启发式路径的另一要素，政治信任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显著效果。政治信任的提升仅可降低

反对态度的发生比，而无法推动网民将中立态度切换为支持态度。以往研究多揭示出政治信任与转

基因态度间的单向线性关系，譬如政治信任程度越低者越不支持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而本研究在

尊重数据分布事实的基础上发现政治信任只有局部效用。Poortinga等指出，基于信任驱动，公众相

信公共机构有能力使自己免遭风险，或能帮助自身更好地应对、接受风险[37]。本文认为，局部效用折

射出网民群体的政治信任只与规避风险挂钩，尚未晋升至接纳风险、坦然应对风险的地步。换言之，

“积极研究、谨慎普及、强化监管、安全推广”的方针只能削弱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态度，尚不足

以鼓励他们接受转基因食品。类似地，受教育程度也具备局部效用，其能显著提升支持态度的发生

比却无涉反对态度的发生比。两项局部效用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衔接，展示出提升政治信任与强化教

注：除民族主义程度外，其余解释变量皆取均值。

图 2 不同态度的预测概率随民族主义变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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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并行的必要性。这一发现具备重要的政策意涵：面对反对转基因食品的公众，应当促使他们信任

政府举措，建立起他们对于政府机构的好感和信心；面对处于“中间地带”的转基因食品中立者，应当

强化科学知识传授，并着意于在正式教育渠道中灌输精心剪裁的转基因相关知识，以帮助中立者高

效吸收信息，更好地评估收益与风险而非只偏重单一维度[38]。局部效用证实系统式路径对启发式路

径构成补足，两者各自在转基因食品态度塑造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认清这一机制有助于纾解目前

的态度失衡状态，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性贡献所在。

2.系统式线索：“无效的”官方信息与“双刃剑”的非官方信息

除却以上谈及的受教育程度，本文进一步厘清了系统式要素中信息接触发挥的作用。依照官方

与非官方的分类，分析结果似乎展现出官方信息接触的“无效”和非官方信息接触的“双刃剑”角色。

前人研究指出中国媒体上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报道多为负面，且常聚焦于争端；刘于思等提到媒介会

从风险与利益两个角度来建构转基因技术，不同的信息框架会进一步影响个体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及

行为决策[39]。事实上，在进行官方与非官方的二分时，仅基于可信度立场，而无意将这一区分方式和

正面-负面、风险框架-收益框架划上等号。分析结果证实了研究初衷的合理，若官方信息将宣扬

转基因收益作为主旨或单纯报道相关争议性事件，那么官方信息接触在两个态度类别切换中当有守

恒的推促或抑制效果。针对官方信息接触的“看似无效”存在两种可能解释：其一，相比于非官方信

息渠道，官方媒体的信息报道容量有限，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在总体信息中比重偏低。多元议题在

有限空间中的竞争稀释了转基因信息的可见性与显著性。即便官方媒体平台中的信息框架高度一

致，但是偏低的信息量无法对态度形成施以足够刺激；其二，问卷中的信息接触测量围绕“时政类消

息的获取频率”展开，时政类议题与转基因议题虽有部分交集，但是存在较大差异。测量局限是使用

二手数据研究的通病所在，这也呼吁着未来的大规模网民态度研究应当设计兼具包含力与指向性的

信息接触测量题项。

非官方信息虽具双面性，但其对于反对态度的促进显然胜过对支持态度的促进。如图 3所示，非

官方信息接触程度提升关联约 20.90%的负面态度概率增长，与之相较，支持态度的概率提升非常微

弱，约为 4.40%。本研究认为：非官方信息渠道的言说空间更加自由，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讨论被裹挟

于多重框架内，这可能既关联到正面态度培育，也关联

到负面态度塑造。新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转基因作物

领域，不同的讨论维度联系着不一样的情感倾向，人们

在讨论转基因作物的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时往往携带

更多的积极情感，在讨论健康和安全后果时往往充斥着

负面情感[40]。中国目前的转基因食品相关讨论频频落

脚于这些食品对人类健康的长短期威胁，尽管尚无足够

的科学证据来支持这些言论，但依托“宁信其有，不信其

无”的思维定式，这些言论在网络空间中获得非常多的

关注。另外，非官方信息在“眼球经济”的驱使下往往聚

焦于情节叙事而非主题叙事[41]，这造成依赖非官方信息

渠道的网民容易关注事件本身的后果，而非运用宏观思

维来思考转基因技术本身嵌入在完整社会情境中的必要价值与长远意义。这一发现同样具备政策

意义：旨在规制网络空间信息的系列举措应重视非官方渠道的作用，引导其中关乎转基因技术的多

元议题讨论，避免议题过度集中造成的千篇一律。非官方渠道中流动的信息也应该适度规避注意力

导向，在关注事件本身之余融汇社会价值考量。

最后，需要提及研究尚存的不足之处。首先，研究依赖于二手数据，在保证便捷性的同时降低了

灵活性。问卷中对于因变量的测量只有一则题项，难免在效度上有所折扣。且问卷不包含对网民科

注：除非官方信息接触程度外，其余解释变量皆取均值。

图 3 不同态度的预测概率随非官方

信息接触变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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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水平的测量，在许多研究中，科学知识水平是系统式路径的典型代表，笔者只能退而求其次选

择受教育程度来作为这一指标的近似替换；其次，本文目前囊括的变量间可能存在交互效应。无序

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虽然尊重数据分布，但并不适宜对交互作用进行深入探索。这也呼吁科学传

播研究者在今后对测量问题乃至测量工具作出改进，结合更多样的研究设计来呈现更为细致的态度

形成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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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Chinese Netizens Treat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An Attitude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TANG Yulong，LUO Chen

Abstrac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M technologies largely depends on a positive attitude to⁃
w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With a focus on Chinese netizens，a widely overlooked group in
previous studies，this study explores their attitude toward GMF based on the classic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By adopting data from the latest round of Chinese netizens’social awareness survey，we found
that the heuristic approach outperforms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in explaining attitude.Furthermore，tak⁃
ing neutral attitude as the reference category，nationalism holds a consistent dampening effect；political
trust only influences the probability of a negative attitude，while education level solel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affecting the likelihood of a positive attitude.Regarding information exposure，the unofficial infor⁃
mation usage demonstrates a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Key wo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nationalism；political trust；in⁃
formation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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